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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的农本局与四川农村合作金融建设（1937-1942) 

成功伟   刘卫 

【摘 要】农本局在川合作金库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杭战时期，农

本局曾在川辅设了大量的县级合作金库，对四川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构建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通过推行货款、

存款以及汇兑等业务，农本局合作金库对调剂四川农村金融和促进农村经济发展都发挥了一定的积极功效。然而，

农本局不仅未能抑制农货市场的无序竞争，相反还使川省农货局面更加复杂化。合作金库对农本局资金的依赖，以

及农货金额少、周期短、有违农时等弊病严重阻碍了川省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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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国民政府“流通农业资金，调整农业产品”的重要机关，农本局在近代农业金融史上有着重要地位。抗战期间，为了

活跃大后方的农村金融、促进农业发展，农本局在四川各县辅设了大量的县级合作金库，对调剂四川农村金融以及抗战大后方

的农村经济建设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迄今为止，学界对农本局的研究并不多见，尚无探讨农本局与四川农村合作

金融的专文。 

一、农本局的兴起  

20 世纪 30 年代初，中国农村面临着严重的资金枯竭问题，“资金归农”成为“复兴农村”的最佳途径。然而，国民政府

尚未建立一个能统筹和监管农村金融事业的全国性机构。虽然早在 1933 年，国民政府就成立了农村复兴委员会，但其业务却

“多偏于调查研究与技术方面”，俨然仅是行政院的一个咨询机构和全国公私机关的联络和促进机构而已，对于流通农村资金毫

无裨益。此外，虽然部分新兴的农民银行、储蓄银行、商业银行亦开始关注农村金融问题并且办理农贷业务，但是它们对“农

村金融的调剂多是枝枝节节”，对农村资金的供给作用相当有限。 1933 年，农业合作贷款银团计划放款 300 万元，但实际农

贷数额仅 80 余万，还不足定额的 1 /3 。
[1]
 1935 年成立的中国农民银行虽属全国性的国家金融机构，但也未能发挥其在农业

金融中的中枢作用。据统计，1933 一 1936 年，中国农民银行的农贷金额占放款总额比例仅为 0 .3％、 5 .5％、11. 1％、9 .1％。
[2] 
新兴金融机构的农贷数量较小，在其总放款数中所占比例微乎其微。此外，由于缺乏统一的监管，各种金融机构在投资农村

的过程中甚至“挑肥拣瘦”。“这班金融机关，同吃鱼肉一样，大家尽拣好的吃，他们也尽拣好的地方去投资救济农村。大家尽

拣好的，那问题就来了，危险就来了；据说也有过为着这事而同狗抢骨头一样吵打过的。资本家相打，还不是农本遭无形之殃？” 
[3]
因此，建立一个全国性的农贷机构来统筹和调剂全国农村金融乃是时势所趋并且刻不容缓。为了“调整农产品，流动农业资金，

藉谋全国农村之发达” , 1936 年 9 月 17 日，国民政府设立农本局。农本局发起人吴鼎昌曾言：“我国农村近年来日趋衰落，

人民购买力缺乏，以致各业不振；欲复兴工商业，首先须振兴农业，今拟设立农本局，救济农业。”
[4] 

农本局由国民政府和金融界共同出资成立，其资金构成包括固定资金、合放资金和流通资金三部分。固定资金 3000 万元

由国民政府每年划拨国币 600 万元，从 1936 年至 1940 年分五年完成；合放资金每年 600 万元，由参与农本局各银行按储

蓄存款的 1％认定
[5]
；流通资金则由各参加银行组织的农贷团与农本局在每年初协定各自提供的流动资金数额。

[6]
农本局的设立，

可以使“政府今后立于积极活动与领导之地位，纠正过去缺点，政府民间，共筹巨款，傅作有力的系统的农村金融救济活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民国时期四川农村合作金库制度研究” ( 13CZS072 ）、“中国文化中效率、公正、平等观

念的演变及其现代转型” ( skgt201102 ）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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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虽然商业资金是农本局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商资一旦被纳人国家农贷范畴后，便已经失去了其独立性，遂成为农本局统筹

调剂全国农村金融的重要资金来源。因此，农本局的设立是国民政府农贷统一进程中的重要步骤。正如时人所说，“农本局的成

立，是将过去枝枝节节的救济工作，合并为整个的原动力，即以政府的力量去联络各银行，对于农村为有计划、有组织、有系

统的投资，去调整农产品，流通农业资金，以谋全国农村的复兴。”
[8] 

根据 1936 年颁布的 《 农本局章程 》 ，农本局的主要业务分为农产和农资两部分。农资业务包括：“各县及各农村创办

农业银行、农业合作社、农民典当，经审查认为有补助必要者，得在固定资金内拨款投资提倡，并随时加以考察监督；但其条

件数额，应由理事会分别限制之；联合及介绍各参加银行等，为一般农产品抵押借款或各县及各农村农业银行、农业合作社、

农民典当、以放款所收抵押品再抵押借款；经理事会议决得酌放改良农产借款，或规定数目，协商各县及农村农业银行、农业

合作社，向农民酌放信用借款；其它经理事会议决关于资金运用及倡办农村牲畜保险事项。”
[9]
民国时期著名的农业经济学家乔

启明认为，农本局的使命和任务应该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农本局应担当起“统制全国农业金融运销”重任，纠正原来“极

形紊乱，漫无系统”的农村金融；第二，农本局必须能弥补其它金融企业之不足，对农业金融组织起到促进和协助其发展的作

用；第三，农本局还应该“发展农民之自助能力”，帮助农民健全合作组织，自行筹集资金，改进运销并参与合作社管理。
[10]
 尽

管社会各界都对农本局寄予厚望，但是从其成立伊始，它能否担当救济农村的重任便饱受质疑。余醒民认为救济农村责任重大，

而农本局“力量微弱” , “实难胜任救济农村之责”。
[11]

 

二、农本局与川省合作金库建设 

为了培养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合作金融制度，使农业资金借贷合理化，从 1937 年起，农本局开始辅设县级合作金库，

并把合作金库作为其办理农贷业务的地方代理组织。 1937 年，实业部制定 《 各县县金库章程准则 》 （下文简称 《 准则 》 ），

开始筹建合作金库，并决定由农本局试办。农本局采取“自下而上”的形式，首先组建县市合作金库，侯县市合作金库完成后

即合资成立省合作金库，最后设立中央合作金库以完成全国合作金库系统。按照预期，“全国合作金库系统完成须历时五年以上

方能组织完善。”
[12]
农本局计划先于安徽、河北、湖南、湖北四省，“择重要之县市，先行设立县合作金库数处，视其成绩良劣，

再计划逐步推行全国。”在 《 准则 》 实施的第一年，即 1937 年，农本局计划辅设县级合作金库 20 处；五年以后，全国的

县级合作金库数量达 1000 处以上。
[13]
实际上，农本局并未在上述四省最先组建合作金库，而是选择了在山东寿光县试点。 1937 

年 4 月，寿光县合作金库成立，成为全国第一个县级合作金库。同年，农本局派张宝莺来川筹备农贷事宜，计划在万县、沪州、

合川等十县先行组设合作金库。
[14]
资料显示， 1937 年，农本局先后在山东寿光、济宁，河北定县，安徽芜湖、宣城，江西九

江、进贤，湖南枚县、茶陵、安仁、岳阳、新化、沉陵，湖北襄阳、四川新都、合川、以及南京市一共设立了县市级合作金库 17 

处。
[15]

 农本局希望在第一年筹建 20 处县级合作金库的计划并没有完成。其计划在五年后在全国建立 1000 处县级合作金库的

宏伟蓝图最后也落空了。直到 1941 年农本局改组，其县级合作金库数量最多时也仅有 175 处。 

1938 年起，农本局以辅设县合作金库为工作中心，先在川、黔、湘、桂、鄂五省沿交通线推进合作金库建设，然后逐渐深

人西康、陕南、及川黔桂滇四省边境各县偏僻区域，并挺进至湖北的宜都、宜昌、枝江等战区附近地带。随着抗战形势的变化，

大后方农村建设日显重要，四川逐渐成为农本局合作金库建设的重点省份。罗青山在 《 我国合作金融之检讨及其对策 》 中

写道：“抗战三年以来，我国金融始终呈现其稳定性，但由于战争的演变，市场供需关系的转移，所表现出金融活动的趋势，在

实质上已有了极显著的变化。从地域上讲，由偏重东南沿海都市交通要道的点和线的金融活动，推广普及到了西南大后方农村

全面的金融活动。”
[16]
统计， 1938 年底，农本局在四川、贵州、广西、南、湖北、江西、陕西等省共设立合作金库 76 处股本

总额 760 万元，其中农本局认购的提倡股达 720 余万元。
[17]

就四川而言，农本局在涪江流域川陕、川湘公路等水陆交通沿线

县份共辅导设立新都、合川、三台、纂江、安岳、遂宁、江津、金堂、中江、合江、蓬溪、广汉、射洪、璧山、乐至、南川、

武胜、罗江、什郁、绵竹、盐亭、德阳等县合作金库 22 处，认购金库提倡股金 1 ,318 ,770 元。
[18]
农本局在川的合作金库数

量约占全国总数的 29 % ，投入的提倡股金约占 18 ％。此外，为了全面推进农村合作运动，农本局除了在各地辅设合作金库

以外，还积极参与各地农村合作事业的指导事务。 1938 年 5 月，农本局设置合作指导室，作为全国专门负责农村合作推广的

行政机构，主要办理农村合作事业的指导及协助事宜，包括补助各省农村合作委员会经费、选派合作指导人员协助各省办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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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训练社员以及编印合作实用书报等事项。
[19]

1939 年 5 月，中国合作事业管理局成立后，农本局奉令将其经办的农村合作

事业推进事宜全部移交合作事业管理局接管，农本局合作指导室随即裁撤。
[20] 

1939 年底，农本局在全国辅设的县级合作金库已达 128 处， 1940 年增至 175 处。
[21]

就四川而言到 1940 年 5 月止，

农本局在川共辅设了景江、南川、彭水、石柱、庆符、高县、绮连、琪县、长宁、兴文、古宋、叙永、古兰、万源、南江、射

洪、苍溪、遂宁、安岳、乐至、武胜、酉阳、秀山、黔江等 39 处县合作金库，约占农本局全国合作金库总数的 l / 4 。
[22]
根

据合作金库所在县份地理分布及交通情形，农本局实行了合作金库分区辅导制度。四川 39 处合作金库分为南川区、庆符区、

长宁区、万源区、什郁区、三台区、遂宁区、酉阳区等 8 区，每区配置一名辅导员，负责监督、指导辖区金库业务，以达到改

进金库质量的目的。
[23]

同年 5 月，农本局还制定了《 筹办实验合作金库计划纲要 》，拟在四川省璧山、合川、江津三县筹设

实验合作金库。农本局希望通过建设这三处实验合作金库，达到“理论与实际之贯通”、“理想业务技术之试验”以及“示范”

等作用。
[24]
《 筹办实验合作金库计划纲要 》 的出台，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农本局已经意识到了现存合作金库制度存在着诸多

弊端，并试图努力解决合作金库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为了加强对全国农贷的统筹和监管力度， 1940 年 3 月，国民政府颁布了 《 二十九年度中央信托局、中国、交通、农民

三银行及农本局农贷办法纲要 》 ，原农本局所辖农贷区域全部被划为“联合农贷”区域。在四川，武胜、绵竹、新都、蓬溪、

盐亭、遂宁、射洪、什郁、罗江、江津、合川、璧山、中江、金堂、德阳、广汉等 17 县的农贷由中国农民银行与农本局联合

办理；合江、庆符、长宁、琪县等 4 县的农贷由交通银行与农本局联合办理；巫溪、安岳、乐至、三台等 4 县的农贷由中国

银行与农本局联合办理；石柱、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南川、纂江等 7 县的农贷由中央信托局与农本局联合办理。就联合

区域的农贷资金而言，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央信托局、交通银行、农本局分别承担农贷资金总额的 35 ％、25 ％、15％、

15％和 10 ％。
[25]
实际上，各县的农贷资金供给并非完全按上述比例执行。以农本局与中国农民银行联合办理的武胜等 17 县

为例， 1940 年，两大农贷机构签订协议，在维持原有县合作金库不变的情况下，17 县的农贷资金全部由中国农民银行供给。
[26]
《 二十九年度中央信托局、中国、交通、农民三银行及农本局农贷办法纲要 》 完全“稀释”了农本局的农贷份额，在一定

程度上预示了其救济农业金融使命的完结。  

1941 年 4 月，农本局奉命改组，以办理棉花纱布之运销调整为专责，其农贷业务全部移交至中国农民银行。改组后的农

本局正式退出农村合作金融市场，其在川辅设的县合作金库全部移交由中国农民银行进行辅导。
[27]
早在农本局初创之时，就有

人比较过农本局和中国农民银行两大农业金融机构的异同，并预见了农本局改组的结局。“按农本局性质，系公私协作之组合，

与中国农行之为官商合办，颇相近似。其业务内容，亦与中国农行之营业大同小异。倘事实上可能的话，不如一而移设农本局

之资金，为扩充中国农行之用，使其改成一健全有力的专营中期或动产信用之机关。”
[28]
1936 年，余醒民就曾指出，农本局“非

中途停顿，即等于虚设一个机关。”他认为农村金融事宜应该交由中国农民银行全权办理，农本局只会让全国农业金融系统更加

紊乱。
[29]
而农本局的改组以及中国农贷格局的变化正好印证了余氏的预言。 

三、农本局在川合作金库概况  

1 ．合作金库的股本构成 

农本局最初在川辅设县级合作金库时，采取了与四川省合作金库“合资分办”的形式。
[30]
所谓“合资分办”，是指农本局与

四川省合作金库洽订合约，局省双方均要认购合作金库的提倡股本，并分别推荐金库职员。 1939 年，农本局除独资辅设了四

川新都县合作金库外，还与四川省合作金库合资办理了 30 处县级合作金库。其中，合川、南川、璧山、纂江、合江、武胜、

江津、金堂、广汉、中江、德阳、绵竹、罗江、什郁、遂宁、三台、射洪、蓬溪、乐至、安岳等 20 县由农本局负责办理，岳

池等 10 县由四川省合作金库负责办理。各县合作金库的提倡股本，除先由当地机关银行法团承购外，由农本局认购六成，四

川省合作金库认购四成。
[31]
除农本局和四川省合作金库认购的提倡股外，农本局在川县合作金库股本还包括少量的合作社股金。

此外，部分县合作金库的提倡股还得到了其他金融机关的认购。按照农本局推进合作金库建设的计划纲要，县级合作金库的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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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最终应该全部归农村合作社及联合社所有。合作社及其联合社向合作金库申请借款前，应该按其贷款数额认定一定比例的合

作金库股本。“务使各社及其联合会所占股额逐渐增多，农本局所拨资金，随以减少，设行之始，农本局以股东地位，可选派理

事，参加管理行务，至各合作社征股足额时，完全为各合作社及其联合会所占有，农本局则退居于指导监督地位，而此项合作

银行（笔者注：当时合作银行和合作金库实为同一概念）乃完全为农民自有自营自享之金融组织矣。”
[32]
中国近代农村合作金融

的发展历程表明，合作金库成为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金融组织这一愿望最终成了空想。 

 

农本局县合作金库中，合作社认购的提倡股所占比例很小，仅为“点缀”。 1938 一 1939 年，农本局对川、桂、黔、湘、

鄂、陕六省 66 处县合作金库的调查结果显示， 1938 年， 66 处县级合作金库的合作社股金仅有 133 ,791.50 元，仅占合作

金库负债总额的 1 .62 % ; 1939 年，这一比例有所提高，合作社股金增加到了 348 ,855 元，但所占负债总额的比例也仅为 



 

 5 

2 .75 ％。
[33]
就四川而言， 1938 年农本局在川辅设的 22 县合作金库股本均为 10 万元，总股本为 220 万元，其中农本局提

倡股为 1 , 318 , 770 元，约占总额的 60 % ，省合作金库提倡股 816 ，15O 元，约占 37 % ，而合作社认购的股金仅占 0 .74 % 

（详见上表 1 ）。 

由于“合资分办”在认股以及资金拨付等方面存在“诸多不便” , 1938 年，四川省合作金库提议：“双方所有合资办理之

县合作金库，改为由双方各自办理，单独认拨其提倡股本，而不必分认之”。
[34]
经与四川省合作金库洽商达成一致，农本局在川

合作金库从“合资分办”改为“分资分办”。所谓“分资分办”，即是凡农本局主办合资县库的提倡股本，由四川省合作金库认

购四成者，改归农本局负担；凡四川省合作金库主办合资县库的提倡股本，由农本局认购六成者，改归四川省合作金库负担。“分

资分办”后，农本局不得不追加在川各县库的提倡股额。据统计，农本局追加股额共计 777 , 140 元，其中，合川 39 , 860 元，

南川 39 , 900 元，璧山 39 , 940 元，摹江 39 , 440 元，合江 39 , 660 元，武胜 39 , 740 元，江津 39 , 940 元，金

堂 31 , 880 元，广汉 34 , 700 元，中江 36 , 000 元，德阳 39 , 940 元，绵竹 39 , 550 元，罗江 39 , 920 元，什邡

39 , 890 元，遂宁 38 , 780 元，三台 39 , 670 元，射洪 38 , 790 元，蓬溪 39 , 830 元，乐至 39 , 540 元，安岳 39 , 

840 元。
[35]
“分资分办”后，农本局全资认购了上述 20 处合作金库的提倡股。  

2 ．农本局合作金库的业务 

就业务而言，农本局合作金库“先以放款为主，逐步推行存款及汇兑业务”。
[36]
据统计，至 1940 年 10 月底止，农本局在

全国各地辅设的县级合作金库的放款结余 24 ,540 , 142.47 元，存款结余 2 ,896 , 135 .54 元，汇兑总金额 17 ,518 ,764 . 

96 元。
[37]
就四川而言， 1938 年，农本局在川 22 处县合作金库共计放款 1 ,339 ,510 . 08 元，每县借贷约 60 ,886 .82 元；

贷款业务包括 2164 个农村合作社， 98895 名社员，人均借款 13 .54 元。
[38]
农本局合作金库一般会限制社员个人贷款的最高

额。以三台、合川两县为例， 1938 年，三台县合作金库对农村信用合作社社员人均贷款的最高限额为 30 元，其中，新办合

作社为 20 元，曾办理过放款业务且已将债务清偿的旧社为 30 元。农贷调查员朱敏政在三台县实地调查后发现，为了便利工

作起见，工作人员在实际办理农贷时，社员借款额度一律限定为最高 25 元。
[39]
同年，合川县合作金库共发放了农贷资金 134 ,557 

元，对象为 219 个合作社 8230 名社员，平均每社借款金额约 614 元，社员人均借款仅 16 元。
[40]

可见，尽管农本局在推进

农村合作金融过程中以办理农贷为其中心工作，但由于资金有限，合作贷款资金和人均借款数额极小。“这样一个零小的贷款数

字，分散各个社员，固然是‘杯水车薪’ , 即以其运用集体力量，增加生产，推广运销，调节消费，同样是不够发挥什么效果。”
[41]
 当农贷资金供给紧张时，农本局也会寻求地方金融机构的协助，向其透支借款，以便维持合作农贷的顺利开展。 1940 年，

为了扩充合川、三台、遂宁、广汉等四县合作金库的农贷业务，充实其农贷资金起见，农本局与四川省银行订立抵押透支契约，

要求四川省银行向上述四处合作金库提供每库 10 万元总额 40 万元的抵押透支贷款。
[42]
 

就贷款用途而言， 1938 年的调查资料显示，农本局在川的贷款用途主要有种子、肥料、农具、地租、食粮及工资、农畜、

垦荒水利、其他等八种。其中，购买牲畜所占比例最大，占放款总数的 52 % ，肥料占 23％、种子占 9% ；其他如农具、地租、

食粮、工资、垦荒水利等占 17％
[43]
。 1938 年，四川省合川县合作金库的农贷各项用途中，买猪、买牛、肥料所占比例较大，

分别占借款总数的 45.37 ％、 15.55％、 14.88％。
[44]
1940 年，该县合作金库发放的春耕农贷依然以买猪、牛及肥料为主，

其中，59％用作买猪，16％买牛，巧％购肥料，其余为购置农具及种子。
[45]
根据贷款用途的不同，农本局规定了不同的贷款期

限。“一、用作购买种子肥料、饲料、纳税、人工及经营小买卖之资本等用途者，借款期限为 10 个月；二、用为购买牲畜、较

大农具及清偿小额债务等用途者，借款期限得延长至 2 年；三、用作赎田、改良土地、建筑房屋者，借款期限得延至 3 年。”
[46]
但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农本局合作金库仍然以一年以内的短期贷放为主，很少办理一年以上的中长期贷款。1939 年，农

本局与交通银行联合推行了四川新都、纂江、安岳、遂宁、江津、合川等县合作金库的农业贷款，明确规定此项贷款期限最长

不得超过一年。
[47]
 就放贷时间而言， 1939 年，农本局新都、三台及合川三处合作金库的放款时间就与农业生产时间严重不符，

农贷有失时效。
[48]
 

就存款业务而言，农本局合作金库的存款分为合作社存款、小额存款、活期存款和定期存款四种。 1938 年，农本局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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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金库的存款总数为 147,197.74 元，到 1940 年时，该项存款结余额已经达到了 2,896 , 135.54 元。
[49]
 其中，合作社及

联合社存款占 3.66 % ，小额存款占 11.28 % ，活期存款占 81.78 % ，定期存款占 3.28 ％。
[50]
可见，合作社及联合社的存款

在合作金库存款总数中仅占极少部分，其余大部分存款来源为合作社以外的社会资金。据统计，1939 年，在农本局辅设的合作

金库存款业务中，合作社存款仅占存款总额的 1 .52 % ，其余 98 ,48 ％的存款来源为社会资金；1940 年，虽然合作社存款

比例有所上涨，但也仅为 3 .66 % ，其余 96 .34 ％的存款则来源于合作社以外的资金。就存款类型而言， 1939、1940 两年

中，农本局辅设的县库存款中，活期存款比例几乎高达 80％。
[51]
 解翼生在 《 现时合作金库业务上改进问题 》 中指出：“现

在金库的存款都是活期存款和小额存款，而定期存款则极少，有许多金库竟无一笔，这些存款对金库有多少利益呢？”他提出

要增加合作金库的存款数额，就需要从两方面去努力：一是吸收定期存款，二是提倡合作社的存款。
[52]

 

就汇兑业务而言，农本局于 1938 年首先选择贵州和四川两省的合作金库开办该项业务。 1938 年 9 月，农本局率先在贵

州遵义等 16 县试办汇兑业务,10 月，四川合江等 19 县也开始办理汇兑。“西南各省交通险阻，偏僻城镇素感金融凝滞。本局

辅导各金库先后成立以后，资金调拨，殊感不便，爱于本年九月间，先就川黔各库间试办汇兑业务。”
[53]
就汇兑种类而言，农本

局在 《 现代农民 》 杂志上宣传其业务时，指明合作金库的汇兑业务仅限于信汇和票汇两种，而没有开展电汇业务。
[54]

 1938 

年，农本局汇兑金额为 467,30936 元，其中四川 19 县合作金库汇兑额 72,860.62 元。1940 年，农本局汇兑总金额达到 

17 ,518,764.96％元。
[55] 

民国时期，农本局合作金库常常处于亏损状态。顾尧章指出：“各地合库之组织，有极为庞大者，职员甚多，库内设备每多

学习银行，故其开支增大，获利减少。今以贷款一项加以分析，如农本局于二十七年在川黔桂湘四省辅设之库，平均每千元需

费 19.33 元，二十八年在川黔湘桂陕鄂六省中，各库平均每千元为 28.73 元，成本提高；二十九年该局在贵州辅设之贵阳县

等三十九库，其开支总额与存款、放款及汇兑之总数比较，每千元平均负担营业费 81 元。由此可知，合库之营业费甚大，开

支浩繁，盈余渐少，故有若干合库，竟至亏损。”
[56]
 

四、结语 

农本局在川合作金库的建设和发展过程是中国近代农村合作金融发展进程的一个缩影。在“复兴农村”的口号下，官商资

本的联合最终促成了农本局的设立。通过县级合作金库将农贷资金贷予农村合作社，农本局在一定意义上较好地诊释和实践了

“资金归农”的理念。正如林凡野所言：“农本局的成立，是复兴农村经济建设理论的一种根本的实践，同时又是中央政府救济

农村的一种新政。它突破了各种囿于局部认识的偏见，提出中心的扼要的办法，以实在而又普遍的原则，将生命的血素输进于

农民身上，使之健康，使之永生。”
[57]
1937 一 1940 年，农本局在川辅设的合作金库从最初的新都、合川两县扩展到了 39 县，

对四川农村合作金融体系的建设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农本局合作金库的农贷有别于典当、钱庄等传统乡村借贷形式，

有助于农民现代借贷观念的培养和树立，促进了四川 农村金融的现代转型，是“近代中国农村金融建设中一次有益的尝试”。
[58]

通过贷款、存款以及汇兑等业务，农本局资金进人农业生产环节，不仅有助于调剂四川农村金融、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对实现

“抗战建国”的伟大目标也有一定的贡献。 

在川省农村合作金融的建设过程中，农本局合作金库也存在诸多局限。在农本局成立以前，由于新兴金融机构相互争利，

中国农贷市场十分繁杂混乱。因此，国民政府对农本局统一农贷寄予厚望。然而，从成立伊始，农本局在壮大了国家农贷金融

机构队伍的同时，不得不与中国农民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中央信托局等国家行局共同竞争农村金融市场。农本局不仅

未能抑制农贷无序竞争的局面，相反还使农贷市场更加复杂化，最终导致川省农村合作金融长期难以“一元化、系统化、自主

化”。此外，合作金库对农本局资金的依赖性使其一直未能独立运营和发展，最终阻碍了川省农村合作金融的健康发展，合作金

库成为农民“自有自营自享”的美好愿望终未实现。就合作金库的农贷业务而言，由于贷款数额小、周期短、并且常常有违农

时，因此，抗战时期，川省合作农贷对于农业经济建设并未发挥最大功效。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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